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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說：「近

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

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1 這段論述對史學與

史料之關係的理解頗受爭議，在現代學術史中也聚訟紛

紜。但是，這段話還有另一面向，並且也是現代史學發

展不可忽略的一個層面：引入多種交叉學科的研究方法

與工具，的確是現代中國史學長足發展的重要推手。

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自其學科初創期就與社會科學

方法的關係緊密，特別是注重運用數理統計方法與相關

分析工具。所以在數位技術不斷更新迭代的情況下，這

一領域如何進一步演變，就特別值得關注。數位人文是

近年來方興未艾的方法論，數位人文對明清社會經濟史

帶來的助益，主要在於史料整理與分析的工作方法將更

為高效且豐富。學者可以較低成本處理大規模資料群，

亦可能由分析工具的發展，提出新的研究議題與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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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1928.10）：3。

陳春聲、劉志偉，〈天留迂腐遺方大，路失因循復倘艱—梁方仲先生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代序）〉，《梁方仲文集》（北京：

中華書局，2008）；陳支平，〈《傅衣淩著作集》與中國社會經濟史學派（代序）〉，《傅衣淩著作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

王世民、夏素琴整理，《夏鼐日記》第 1 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頁 240。

陳峰，〈兩極之間的新史學：關於史學研究會的學術史考察〉，《近代史研究》1（2006.1）：93-114。

明清社會經濟史的發展存在兩個重要的學術傳統—

賦役制度史與鄉村經濟研究，這兩者都顯著地受到相關

社會科學方法論的影響。梁方仲的學術訓練來自經濟

學，傅衣淩則受到社會學很深的影響。2 此外，廣義的

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其早期發展也特別看重社會科學

方法。以清華學人為核心的史學研究會奠定了中國社會

經濟史研究的早期樣貌，其最初成員是湯象龍、吳晗、

羅爾綱、朱慶永、谷霽光、梁方仲、劉雋、夏鼐等人。3

他們在當時的一系列研究中，都廣泛援引經濟學的概

念、術語，以及量化統計研究方法。4 

同樣是在交叉學科的研究議題以及方法的驅動下，

社會經濟史研究自最初就特別看重收集、整理、研究多

樣化及可進行量化分析的資料。陶孟和、湯象龍主持的

《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是當時史學研究會的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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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地之一，其〈發刊詞〉顯示出與傳統史學研究所不同

的取向。他們特別批評經濟類資料在傳統中國史料類型

中的缺乏。「或者是以先的人對於經濟事實或經濟現象

不加注意，沒有記載；或者有記載而人們不認識他的價

值，未能保存。」所以建設中國經濟史研究，首先就是

史料的建設，也即注意搜集家庭流水帳、店鋪生意帳、

工料清單、戶口錢糧清冊等材料，「以先為人所拋棄的，

至少不理會的，現在都變成最有趣的，最可寶貴的經濟

史料了。」5 值得一提的是，梁方仲所開創的賦役制度

史研究中，就已經有若干圍繞前人所不注意的文獻進行

的專題研究，如戶帖、易知由單、魚鱗圖冊等等。這些

文獻不少是他個人收集。從賦役冊籍的形成考察賦役制

度的運行，也成為此後賦役制度史的重要路徑。6 

傅衣淩所開創的契約文書研究則有著更為人熟知也

頗具傳奇色彩的故事。1939 年傅衣淩在福建永安黃曆鄉

所發現的一箱契約文書，開啟了以契約文書研究鄉村經

濟的學術脈絡。7 陳支平評論「這是我國學者第一次引

用民間契約文書研究中國社會經濟史的著作，也是傅衣

淩開創中國社會經濟史學派的奠基之作。」8 科大衛則

更強調這一發現的實質是研究視角的轉變，是一個「牛

頓和蘋果的故事案例」。9 也就是說，1939 年之前中國

學者當然早已瞭解鄉村中廣泛存在著契約文書。在法學

領域，也早有人將契約文書作為認定民事習慣的依據，

進行系統整理與研究。10 傅衣淩的開創性在於，以契約

文書的內涵激活了明清史的一種新的解釋路徑，也令

契約文書成為煥發活力的「新史料」。這與陶孟和、湯

象龍等人所論內在精神一致，也即過去學者不看重的材

料，在新的經濟史研究中，都變得有趣、有價值。

多樣化、大規模、可量化的史料在社會經濟史研究

的發展中始終是重要的動力。近年來社會經濟史的長足

發展，也伴隨著史料的迅猛擴增。傅衣淩的開創性工作

無疑對此後的社會經濟史研究有著深遠的感召力：「一

代史學大師，在鄉間農舍的黑暗中，探索一個已經逝去

長久的時代，由此開創出中國社會經濟史的新領域。」11 

事實上，最近二十年民間文書的收集、整理、刊布

都迅猛增長。即使按照比較保守標準估計，目前披露數

量超過萬件的民間文書群也已經有：臺灣古地契、徽州

文書、清水江文書、浙南文書、太行山文書、閩東文書

等，總量在百萬件以上。此外各地已經公開出版的民間

文書的分布就更為廣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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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支平，〈《傅衣淩著作集》與中國社會經濟史學派（代序）〉，《傅衣淩著作集》，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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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80；賴駿楠，〈融民情於國法：民初法政人對本土地權習慣的繼承與改造〉，《近代史研究》2（2022.3）：107-123。

曹樹基，〈石倉契約的發現、搜集與整理（代序）〉，《石倉契約》第 1 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

臺灣古地契，參見「臺灣數位歷史圖書館」（THDL）。徽州文書，參見周紹泉，〈徽州文書與徽學〉，《歷史研究》1（2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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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集萃》（蕪湖：安徽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清水江文書資料，參見吳才茂，〈近五十年來清水江文書的發現與研究〉，《中

國史研究動態》1（2014.2）：39-52；張應強，〈方法與路徑：清水江文書整理研究的實踐與反思〉，《貴州大學學報（社科版）》

36:1（2018.2）︰ 36-41；黃志繁，〈經濟史研究的新材料與新趨向—《客家珍稀文書叢刊》簡評〉，《光明日報》（202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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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價值〉，《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2018.5）：25-30；馮筱才主編，《浙江佘族文書集成》（杭州：浙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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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整理芻議〉，《邯鄲學院學報》26:3（2016.9）：37-42。閩東文書數量參見林麗金，〈閩東民間文書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利用〉，《福

建文博》4（2021.12）：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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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明清社會經濟史而言，一些新的地權結構研究已

經改變了學界對於明清時期鄉村經濟，尤其是金融與市

場流通的理解。13 這些研究開啟了對於近代早期中國「市

場經濟」與私法領域的重新審視。14 賦役制度與市場的

互動關係以及王朝體制如何與一定的市場秩序、社會結

構結合起來，也在近年重新成為研究熱點。15 這些研究

主要仍是通過逐件閱讀契約文書，或者由研究者個人的

眼光與功力，勾連不同文獻之間的有機聯繫而完成。就

工作方法而言，這與更早期的社會經濟史研究並無實質

區別。

面對既存的上百萬件的民間文書，整理、影印、錄

文、出版可能仍將是主流的利用方式。另一方面，我們

總是期待：這樣空前大規模的「新史料」，能為史學的

研究議題與方法帶來什麼樣的推動呢？至少，我們直接

面臨這樣一個問題：如此大規模的資料如何去「讀」？

除了歷史學的文本分析，我們是否還有別的方法發現史

料內在的研究線索？由這些問題促成的一個顯著趨勢

是，資料庫成為了學界共識的解決之道。

「臺灣數位歷史圖書館」是較早開發也較為成熟的

契約文書資料庫。這一資料庫不僅提供全文檢索，更著

力於為使用者提供分析工具。例如實現上下手契關聯，

契約文書的空間分布，以及契約文書內人物相關性的分

析，這都為此後史料資料庫開發提供了範本。2010 年前

後，黃山學院也以館藏徽州文書為基礎探索了契約文書

資料庫建設方案。16「中國地方歷史文獻數據庫」為契

約文書提供了基於文書結構的資源分類法、後設數據方

案，及文書間關係的分析工具。17 此外，中山大學、廈

門大學都已經提出了民間文書資料庫建設的實施方案，

一些文書收集數量較大的館藏單位，也都已經有資料庫

建設。18 

那麼，資料庫建設能夠説明我們用新的方式「讀」

史料嗎？資料庫僅僅是將我們慣常閱讀的史料放入一個

「數位倉庫」，還是能夠帶來史學研究的視角或方法論

的轉變？對此，歷史學界一直存在著質疑、批評的聲

音。更有學者擔心，資料庫造成了史料運用的誤區，從

而損害了「歷史學家的技藝」。

資料庫或者任何其他數位人文工具都不能替代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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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秩序：明清鄱陽湖區的漁課制度與水域社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仲偉民、王正華，〈契約文書對中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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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8。

劉志偉，《貢賦體制與市場：明清社會經濟史論稿》（北京：中華書局，2019）；丁亮，《明代浙直地方財政結構變遷研究》（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邱永志，《「白銀時代」的落地：明代貨幣白銀化與銀錢並行格局的形成》（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2018）；趙思淵、劉志偉，〈在戶籍賦稅制度與地權市場運作中認識明清土地制度〉，《中國社會科學》1（2020.2）：195-203；申

斌，〈賦役全書與明清法定財政集中管理體制的形成—兼論明清國家財政治理焦點之轉移〉，《中國經濟史研究》1（2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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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乃華、何廣龍、汪柏樹，〈徽州文書整理及特色數據庫建設研究〉，《大學圖書館情報學刊》28:1（2010.1）：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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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潔、李芳、湯萌，〈契約文書描述元數據規範設計與應用〉，《圖書情報工作》61:8（2017.6）：106-111 頁；趙思淵，〈地方歷史

文獻的數字化、數據化與文本挖掘：以《中國地方歷史文獻數據庫》為例〉，《清史研究》4（2016.11）：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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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2017.10）：30-36；黃向春，〈民間文獻、數據庫與作為方法的總體史〉，《光明日報》（2020.2.17）：14；楊存林，〈清水江文

書數據庫功能的設計與實現—以凱里學院清水江文書數據庫為例〉，《凱里學院學報》36:4（2018.7）：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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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本身，就這一意義上來說，這些批評是有道理的。

例如陳爽批評資料庫「窮盡史料」並不能達到「史料大

發現」，「數位時代史學研究所面臨的主要困惑之一，是

史料的處理和運用。」19 推動史學研究發展的根本還是

史家的內在功力。此後包偉民也指出，研究者依據自己

的主觀目標由機器檢索獲得史料，可能存在「懸問題以

覓材料」的問題，理想的情況是「讀書得間」，也就是

「通過分析存世歷史文本，在字裡行間的細節中發現前

人所忽略的問題。」20 

人文學科的優勢在於面對並解釋有關人類文明的不

確定性以及模糊而複雜的問題。通過細膩的文本分析解

釋人性、社會、世界，這是人文學特別是歷史學的根本

職責，是任何數位工具乃至人工智慧都不可替代的。否

則，歷史學家這個職業本身就會消失。在世界範圍內，

也廣泛存在著人文學者對於運用數位工具作大規模文本

處理與資料分析的批評。21 

避免資料庫或任何其他數位工具變成「懸問題以覓

材料」的誤用，其解決途徑也許已包含於包偉民教授所

指出的：「如何在符合學科特點的基礎之上，更有效地利

用資訊技術，以推動歷史學研究的深化發展，對史學從

業人員來說，的確是一個新課題、新挑戰。在這裡歷史

學與計算機學科等領域的攜手合作非常重要。……同時，

更試圖為計算機等學科提供參考意見，期待有關學者改

進技術，幫助史學研究更好地融入數字化時代。」22  

歷史學者參與到資料庫建設與數位人文工具開發

中，本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以現代中國歷史學的發展來

看，編纂文獻目錄、史料索引、史料工具書本就是重要

的學術傳統。如敦煌文書目錄、二十四史地名索引、內

閣大庫目錄，今天已視之為典範工作，本身就是重要的

研究成果。將這些工作轉換到當下的研究場景中，其實

正是歷史學者如何在數位化環境中製造分析工具的問

題。申斌和楊培娜的研究就發現，經典的紙本史料整理

方式、工具書，今天都已經有其對應的資料庫類型。23 

為文獻編制索引、目錄、注解，也可以理解為一種

資訊存儲和檢索方法，當下的資料庫建設事實上是這一

套工作方法的自然延伸。24 史睿更將索引（index）視作

關鍵的方法論概念，以其聯結起傳統的文獻學、史料學

工作與當下的資料庫建設。在人文學傳統中，為史料編

製索引的方法，正對應了數位環境下「神經網絡式的知

識管理體系」。25 20 世紀 30 年代洪業所主持的〈引得〉

編纂工作，可以視作當下史料資料庫建設的開端與必經

之路。26 數位人文研究者內部也已有這樣的共識：數位

人文是傳統知識技能和方法的延伸，而不是替代者。27 

數位人文的意義是幫助人文學科進一步強化其研究理念

與優勢，例如對文本作精細的批判性閱讀以及有關經典

問題的複雜論辯。

就明清社會經濟史而言，專題研究與史料數位化整

理相結合，已經有相當長的發展歷程。這其中最早的典

範工作應當是王業鍵主持的「清代糧價資料庫」。清代

自乾隆元年開始，各省按月向皇帝奏報糧價，也即「糧

價清單」。20 世紀 90 年代之前，已有不少研究專門利

用糧價資料，討論區域經濟或市場流通。28 

1994 年王業鍵開始建設清代糧價資料庫，到 2008 年

初步完成。王業鍵及其團隊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陳爽，〈回歸傳統：淺談數字化時代的史料處理與運用〉，《史學月刊》1（2015.1）：15。

包偉民，〈數字人文及其對歷史學的新挑戰〉，《史學月刊》9（2018.9）：9。

安妮•伯迪克等，《數字人文：改變知識創新與分享的遊戲規則》（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頁 106。

包偉民，〈數字人文及其對歷史學的新挑戰〉：11-12。

申斌、楊培娜，〈數字技術與史學觀念—中國歷史數據庫與史學理念方法關係探析〉，《史學理論研究》2（2017.4）：87-95。

安妮•伯迪克等，《數字人文：改變知識創新與分享的遊戲規則》，頁 21。

史睿，〈數位人文憂思錄〉，《數字人文》2（2020.6）：157-160。

〈史睿談數字人文與現代文獻學研究〉，澎湃新聞•上海書評（2020.8.9）。

安妮•伯迪克等，《數字人文：改變知識創新與分享的遊戲規則》，頁 16。

最詳盡的綜述可參見彭凱翔，《清代以來的糧價：歷史學的解釋與再解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 17-23；羅暢，〈兩

套清代糧價數據資料的比較與使用〉，《近代史研究》5（2012.9）：142-156。



17總 169 期　民國 113 年 2 月（2024.2） 頁 13-21　漢學研究中心

糧價與市場的專題論文。29 今天的經濟史研究中，這一

資料庫業已成為數位基礎設施。基於這一資料庫，學者

們對清代市場發育與市場整合的認識獲得長足發展。30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糧價資料庫」極大促動了發展經

濟學對中國經濟史的研究興趣，儘管由此帶動的經濟學

與歷史學的對話至今仍存在很多爭議與分歧。

「清代糧價資料庫」主要仍是一種「檢索—獲

得」型資料庫。研究者根據自己的研究經驗與研究興

趣，提出需求，形成資料庫的基本結構。參與開發的研

究者對於史料的理解，的確會影響資料庫所呈現的形

態。王業鍵本人對清代經濟史的精深見解，保證了資料

庫的品質。我們在開發「中國地方歷史文獻數據庫」時

也感受到，資料庫建設的第一步並非數位技術相關的討

論，而是對史料的文獻學研究以及對相關研究的總體把

握。31 這個過程中，研究者應當提出明確的研究需求，

這些研究需求還應當轉換為資料庫開發中可操作的「工

程圖」。簡言之，歷史學家的術語要能轉換為工程師的

術語，歷史學者需要學會與工程師打交道。

由學者深度參與開發的資料庫能夠解決相應的研究

需求。但是這種資料庫往往是封閉的，僅能針對特定的

研究資料。這時，數位人文真正重要的意義才凸顯出來：

資料庫不僅僅是為研究者提供隨手可得資料的「資料倉

庫」，而是搭建一種不同於以往的研究環境。

數位人文方法幫助歷史研究建立新的研究環境，這

種取徑與歷史學本身追求對史料的考辨與細讀，事實上

是同構的。數位人文研究的先行者項潔就曾經說：「一

個以研究為導向的系統，它必須提供觀察史料間多種脈

絡的可能。」這意味著，資料庫建設與數位工具開發，

都是幫助研究者以檢索、統計、結構化、關係網絡等方

式把握史料。這些方法既可能是回應研究者所預設的問

題，也可能是啟發研究者發現新問題，但這與人文學的

核心研究方法之間並不是更新換代的關係。「檔案數位

化不是消極的收藏，而是有更積極的目的，要打造一個

適合研究者使用的觀察環境，並進一步找出更精密的史

料分析方式，乃至開拓一種新的研究方法，建立起檔案

間的新脈絡。而這也才是數位人文研究的意旨所在。」32 

項潔開發的 THDL 以及 DocuSky 都可以算是應用這

種理念的數位人文工具。這一類數位人文工具最重要的

功能是提供使用者「觀察」史料的工具。「觀察」史料，

或者是解決研究者本就懸而未決的問題，或者是發現研

究者意料之外的問題。33 

魏希德（Hilde De Weerdt）團隊所開發的 MARKUS

也在這一方法論的脈絡之中。MARKUS 最初開發的目

的就是為人文學者提供一種文本標記工具。就研究方法

而言，這其實就是在數位環境下進行人文學者所熟悉的

文獻批註、校注工作。34 數位工具給這類傳統研究方式

所帶來的變化是，以標籤（tag）形式記錄下來的批註、

注解可以用於後續的量化分析。當研究者所作的標籤積

累到一定規模後，就會發現這些標籤所呈現的結構特

徵，並説明研究者建立對文本的解釋與分析，從而產生

29
30

31

32

33

34

王業鍵，《清代經濟史論文集（一）》（臺北：稻鄉出版社，2003）。

顏色、劉叢，〈18 世紀中國南北方市場整合程度的比較—利用清代糧價數據的研究〉，《經濟研究》46:12（2011.12）：124-137；

Shuo Chen, James Kai-sing Kung,“Of maize and men: the effect of a New World crop on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1:1(2016.3):71-99. 

趙思淵，〈地方歷史文獻的數字化、數據化與文本挖掘：以中國地方歷史文獻數據庫為例〉，《清史研究》4（2016.11）：26-35；趙思

淵、湯萌，〈上海交通大學館藏地方歷史文獻的整理與數字化〉，吳佩林、申斌主編，《地方檔案與文獻研究》第三輯（北京：國

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

項潔、翁稷安，〈數位人文和歷史研究〉，項潔編，《數位人文在歷史學研究的應用》（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頁 18-

19。

塗豐恩等，〈當資訊科技遇到史料—臺灣歷史數位圖書館中的未解問題〉，項潔主編，《數位人文研究的新視野：基礎與想像》

（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頁 23-24。

魏希德等，〈魏希德：數字人文研究的問題意識〉，《數字人文》3（2020.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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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研究。35 另一方面，機器可以學習這些人工標籤，

此後分析工具就可以對其他文本作自動標記，從而説明

研究者更高效地做史料分析。同樣的方法，也可用於文

本比勘，以提高效率。

以下將以運用 DocuSky 整理契約文書的實例說明如

何以「建置史料觀察環境」的思路運用數位工具於社會

經濟史研究。如前所述，民間文書是近年來迅速擴增的

史料群。學界對於民間文書的研究興趣，則很大程度來

自於明清社會經濟史有關地權結構的討論。基於大量新

發掘材料的研究顯示出，明清時期的鄉村土地市場發達

而活躍，形成了形式多樣的地權交易結構，由此也形成

了一定程度的信用金融體系。36 由此值得進一步探討的

是，土地市場及其信用體系，需要依託一整套契約格式

規範以保障其運轉。明清時期契約格式規範的一致與穩

定，本身就顯示了土地市場背後的社會秩序與信用機制

的內在特徵。37 契約如何書寫，使用怎樣的用語，顯示

出稅契制度、民間地權觀念之間的互動關係。38  

資料庫首先可以便利學者對契約書寫形式作量化及

歷時性的考察。我曾經利用「中國地方歷史文獻數據

庫」考察清代以降徽州歙縣的田面權買賣契約形式的演

變。39 這個研究在資料庫中的工作方式是，首先限定於

清代的歙縣，之後檢索「退批」、「退業」、「退小買」、

「杜退」、「退大小買」、「頂首」、「頂頭」、「頂約」、「交

業」、「賣小買」等關鍵字，得到一組資料統計。控制時

間、地域以及檢索到這些關鍵字，都依靠資料庫開發時

製作的中繼資料資訊。這需要資料庫建設時，研究者參

與到中繼資料設計與製作，研究者基於既有的民間歷史

文獻的文獻性質研究而設定，包含了歸戶、文獻分類、

地域、時間等必要元素，從而實現交叉檢索。

DocuSky 則可以提供一種新的工作方式。40 以「歙

縣二十六都七圖陸氏文書」為例，這是來自上海交通大

學館藏的一包歸戶性的契約文書，共有 87 件。將這批

資料全文錄入後，不需要進行中繼資料編目，直接導入

DocuSky。DocuSky 提供的擷詞工具可自動標記文本中

需要研究的內容。首先，資料庫提供的「種子詞彙巨集」

包含了一組文史研究中的常用標記，如「中曆」、「年月

日」、「干支」、「數字」、「數量或金額」、「蘇州碼」、

「人名 CBDB」等。這些詞彙巨集可以説明研究者先將

研究資料中的相關資訊提取聚集起來，做整體的觀察。

我們對文本處理的第一步是用「種子詞彙巨集」提供

的年份標記所有文本，從而初步觀察契約文書的時間分

布，由此可以注意到 19 世紀 50 年代和 90 年代是契約

交易比較活躍的時期（圖 1）。

35

36

37

38

39
40

魏希德、陳大龍〈中文與韓文數據集的創建、關聯與分析—用 MARKUS 與 COMPARATIVUS 進行數字文本標注〉，《數字人文》

3（2021.9）：28-36。

曹樹基，〈傳統中國地權結構及其演變〉（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龍登高，《中國傳統地權制度及其變遷》（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曹樹基、楊啟明，〈清代東南地方小市場中的憑票與信用〉，《中國經濟史研究》152（2020.11）：

102-117；婁敏，〈近代中國長江上游地區的商業信用票據：以巴縣與江津為例〉，《中國經濟史研究》6（2020.11）：118-132；馬秀英、

曹樹基，〈清代後期吐魯番的葡萄園典當與金融〉，《清史研究》6（2021.11）：58-73。

岸本美緒，〈明清契約文書〉，王亞新、梁治平、趙晶編，《明清時期的民事審判與民間契約》（北京：法律出版社，2022），頁

302-339；趙思淵，〈歙縣田面權買賣契約形式的演變（1650—1949）〉，《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2:6（2017.11）：67-

76。

阿風，〈明末清初田宅交易稅契制度的演變—以徽州文書為中心〉，《江海學刊》4（2021.7）：237-246；王正華，〈合與分：清

代鄉村土地交易中的典與活賣〉，《中國經濟史研究》5（2022.9）：96-111。

趙思淵，〈歙縣田面權買賣契約形式的演變（1650-1949）〉：67-76。

Hsieh-Chang Tu, Jieh Hsiang, I-Mei Hung, Chijui Hu, “DocuSky, A Personal Digital Humanities Platform for Scholars,”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4:2(2020.7):564-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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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Sky 的擷詞工具還提供了與 CHGIS 及 CBDB 關

聯的種子詞彙巨集，可以對文本中的人名、地名進行

自動識別標記。同樣是對以上文本，利用 DocuSky 關聯

CHGIS 地名標記可以得到以下結果（圖 2）。這樣的結

果當然不是完善的史料分析，但的確可以為我們分析這

組分數提供初步線索。在此基礎上進行人工判定，排除

江南、安徽、徽州府等高等級行政區劃名稱，可以將當

地的土地交易聚焦於二十六都的青山、小田、大洋等地

名。這些資訊還需要進行人工校訂。如自動抓取的地名

「青山」，核對契約文書，實際上應為「青山下」。經過

校訂的地名可以作為標籤，在文本中進行標記，從而形

成有關當地的地名集合。

圖 1 「歙縣二十六都七圖陸氏文書」時間分布

圖 2 「歙縣二十六都七圖陸氏文書」地名詞彙標記統計（種子詞彙集自動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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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批文書在收集時是有歸戶線索的，所以我們已經

知道這批文書主要應來自歙縣二十六都七圖陸氏。因

此，以上檢索中的六都，其實是擷詞工具自動提取時將

「二十六都」或「廿六都」誤切分為「六都」造成的。

這是否說明我們不能依靠這樣的工具做進一步的研究

呢？並非如此。擷詞工具提供的前置詞與後置詞的提取

工具（夾詞）就可以修正這個問題。我們將「立賣……」

與「推入……」、「……圖」分別設為前置詞、後置詞，

這樣就可以將契約文書中標識地域資訊的文字夾取出

來，從而得到一組新的都圖資訊（圖 3）。這個檢索即

可幫我們觀察到多數交易都在二十六都六圖、五圖的範

圍內達成，最遠則有二十九都四圖業戶參與的交易。而

以都、圖標記業戶資訊的契約亦僅占全部契約的少數。

針對我們所感興趣的土地交易形式的問題，將

「立……契」、「立……字」、「立……批」作為夾詞，

又可以得到以下結果（圖 4）。這裡的資料當然還需要

進一步清洗、精煉，才能得到有效的史料分析。但這一

資料處理過程，已經可以幫助我們在研究初期快速觀察

圖 3 「歙縣二十六都七圖陸氏文書」地名詞彙標記統計（人工修訂）

圖 4 「歙縣二十六都七圖陸氏文書」交易形式詞彙統計

資料中所可能存在的研究線索。例如，這裡所觀察到的

「當」與「退」的交易形式頻率相當，這與此前研究所

觀察到的 18 世紀之後「退」型契約占主導的情況有所

不同，可能成為新的研究突破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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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sky 平臺中的「文獻集字頻統計」工具還能夠

幫我們得到一些新的觀察。這一家戶留存的所有契約文

書所包含的不重複單字是 3,334 個，這個數字其實遠超

過我們通常所認為的鄉村生活中的常用字的數量。41 當

然，這個數字可能還要剔除賦役冊籍中的刊刻文字以及

同一字的大量異體寫法，但這的確可以對爭論已久的鄉

村社會識字率問題提供新的解答路徑。42 

從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的經驗來看，新的數位人文

方法與數位工具所帶來的變化，最重要的可能就是從

「檢索—獲得」的工作方法轉變為「建置觀察史料的

數位環境」。近年來，明清社會經濟史研究越來越注重

發現史料之間的「關係之網」與「意義之網」。43 建置

觀察史料的數位環境，正能夠與這樣的研究需求相適

應。

在數位環境下處理與解讀史料意味著，研究者將更

容易發現一個史料群的結構性特徵。例如上文所處理的

契約文書群，其交易形式、空間坐落、人物關係等方面

的特徵，很容易通過數位分析工具呈現出來。這種分析

方法與傳統的諸字逐件精細閱讀的工作方法是並行不悖

的。通過精細閱讀，研究者才能夠理解史料文本的內涵

與語境。這種理解常常幫助研究者解決由數位分析工具

「鳥瞰」史料時所發現的問題。

數位人文方法對於歷史學更深遠的挑戰恐怕在於，

未來的歷史學者將面臨比我們更複雜的史料環境。我

們只要想想看，自媒體、短視頻、虛擬實境等等要如何

作為史料來運用？這將是未來歷史學者真正要面臨的問

題。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要為這些真正意義上的「數

位原生」史料準備新的「歷史學家的技藝」，這可能才

是數位人文帶給歷史學真正深遠且亟待探索的問題。

至少對於 20 世紀 90 年代之後的全球社會來說，網

路原生資料已經成為理解社會變遷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如美國歷史學家所已經討論的，對於任何一個將會研究

川普時期美國政治史的歷史學家來說，推特、臉書都會

是核心史料，而非僅僅是檔案、報紙等傳統政治史材料

的補充。44 也就是說，未來的歷史學家也必須認真思考

如何處理這些史料。逐字逐句的文本細讀仍將是歷史學

的核心工作方式。但是，在面對這些「新材料」時，歷

史學家將首先需要習得合適的數位工具以處理史料。

如何使用數位工具，也將相當程度形塑所獲取史料的

形態。從社群媒體中抓取資料，對影音視頻作標記與分

析，以程式設計處理檔案，都將可能是未來歷史學家的

必備技能。在那種情景中，「數位歷史」或「數位人文」

都將是不必再討論的議題。


